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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研究


龙翠红　 王　 潇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经济社会中机会均等的状况，因此，关注和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使用 ＣＨＮＳ的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数据，运用优化估计方法并剔除偏差因素，通过建立模型实证
估算 ２００９年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其结果整体约为 ０．６，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０．８和 ０．５。该结果表明，与已有国家
的相关研究结果相比，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偏高，中国的家庭因素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仍然很大。进一步地，从

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个方面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传递机制，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

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很显著。有鉴于此，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

公共支出力度，采用多种途径增加民众在享受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等公共资源方面的公正和公平性，另一方

面要继续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以及职业隔离和行

业垄断等格局，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提高动态的机会均等和收入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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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一般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经济社会中居民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比

如，通过建立包含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个体因素的模型来解析收入差距扩大的缘由；另一是探讨微观家

庭住户内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来探析阻碍经济阶层流动的原因。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父代收入与子

代收入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程度；与代际收入流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即指父代收

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如果代际收入弹性高，父代的收入水平对子代的收入水平影响就大，代际收

入流动性低；相反地，如果代际收入弹性低，则意味着父代的收入水平对子代的收入水平影响小，代际收

入流动性高。在一个代际收入流动性低的经济体中，父代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延续到子代，从而产

生众多的“穷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假如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停滞，这意味着父代的收入不

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到子代所处的经济环境中，使得底层个体找不到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方法，经济激励

机制效率低下，社会阶层分层固化，最终形成社会人员两极分化的格局。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日益突出，

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劳动力市场发展程度、就业制度等也发生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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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那么，我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尤其

是近几年来，贫、富、官、垄等各方面的二代现象已成为网络的热点话题，媒体和大众密切关注着“中国

的社会结构正趋于固化”、“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等话题，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研究我国居

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到底有多大。它是变低了，使得他们更加依靠父代的收入和地位，还是变高了，使

得社会为子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处于底层群体的子代，是否有足够的机会彻底摆脱他们的父代在收

入分配中的劣势地位，还是改变不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收入分配中的难题，对提高经

济社会的效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目前针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还不完善，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的高低还没有确定的

结论。由于中国的收入数据比较复杂，使得现有研究对收入的定义存在不一致问题，对样本的选择也有

较大差别。比如方鸣（２０１０）和韩军辉（２０１１）使用 ＣＨＮＳ 数据库中农村居民的数据研究中国农村居民
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郭丛斌（２００７）则使用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入调查报告研究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
流动性。另外，目前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内在传递机制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优化现有的计量估计方法，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最新的入户
调查数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９），估计中国社会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相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并从教育、健康和
社会资本等角度探讨它们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和微观数据的逐渐充实，研究者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

展。其中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是最早论述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相关关系的经济学者。
他们的研究认为，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很弱，“美国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大陆”。而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和
Ｍａｙｎａｒｄ（１９７８）用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的相关系数来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他们计算了英格兰约可
郡 ３０７ 对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数值大约是 ０．１７。在他们的研究之后，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１）总结了估计代
际收入流动性的两种常用方法：一种是使用转换矩阵估算，另一种是使用基于对数收入的多元回归

模型方法。Ｂｅｃｋｅｒ和 Ｔｏｍｅｓ（１９８６）估算的父子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 ０．２，他们的结论支持了布劳和
邓肯的研究，即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社会中父代与子代的收入没有明显

的相关性。

然而，上述研究只是用某一年的短期收入水平替代个体一生的永久收入来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这

样估算得出的结论一定会存在偏差。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因为同质性取样和研

究中的测量偏差所造成的（Ｓｏｌｏ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２）。为了解决测量偏差问题，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在其经典著作中把年龄的二次函数项置入多元回归模型中，并使用父代对数收入的多年平均数
替代单年的收入，其研究结论显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大于 ０．４，美国是个代际收入流动性很低的
社会，这与之前布劳、邓肯等人的研究结果明显不同。即便在美国这样“充满机会的大陆”，子代从父代

继承而来的禀赋资源能极大地影响收入分配状况。当时的学者指出，子代的成长和成年后经济地位的

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代提供的家庭成长背景，父代的经济地位、收入水平对子代有着非常重要的

影响。之后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数据可获得性的改善，不同国别估计及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逐

渐增多。Ｍａｚｕｍｄｅｒ（２００５）测算的美国代际收入弹性在 ０．５ 和 ０．６ 之间；英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是
０．３（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ｉ，Ｅｒｍｉｓｃｈ；２００７），而北欧国家比如瑞典（Ｈｉｒｖｏｎｅｎ，２００７）、芬兰（Ｐｅｋｋａｒｉｎｅｎ，２００９）和挪威
（Ｎｉ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等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小于 ０．３。

代际收入流动机制以及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应该是代际收入流动性研

究的最终目的。对此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以

及天赋遗传。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入能在很大

程度上直接决定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当低收入家庭的父母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以完成对子女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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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投资时，父代与子代收入的相关性就会更高（Ｂｅｃｋｅｒ ＆ 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６）；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和 Ｕｒｒｕｔｉａ（２００４）的研
究表明，代际收入的传递性主要是由父母对子女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投资所驱动的。而一个国家可

以通过对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影响微观家庭住户人力资本的获取，继而影响整个社会代际收入

流动性的大小（Ｓｕｓａｎ ＆ Ｌｅｏｎａｒｄ，２００８）。父代通过对子代社会关系资本的投资也会影响到子代的收入
水平，如果父代为高收入群体，他们一般会选择居住在一个高收入者集中的社区环境，由于高收入个体

是父辈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要交往对象，其子女将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也是高收入行业。也就是说，社

会关系网络资本强化了父辈贫困的代际传递（Ｄａｎ ＆ Ｆｒｅｄｒｉｋ，２００７；Ａｎｔｏｎｉ ＆ Ｍａｔｔｅｗ，２００５）。由于本文
主要从前述两种传递机制来开展研究，对后面两种机制不做过多陈述。

在代际收入流动性内在机制判断的计量方法上，一类文献主要是探讨一些中间变量在代际收入流

动中所起的作用，通常被称为中间变量法。这类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两种：一是把子代的受

教育年限、健康等人力资本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中，求得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把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与

普通代际收入弹性进行对比，识别前者相对于后者的下降程度，判断出教育或者健康等人力资本因

素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性（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另一种是估算某一组或某个别人力资本因
素在可解释的代际收入弹性所占总弹性中的比例（Ｂｌａｎ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另一类文献着眼于对影响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不同传递途径进行分解，最具有代表的是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Ｇｉｎｉｔｓ（２００２）的研究成果，他
们把影响代际收入弹性的因素主要分解成环境因素和基因因素，并论述了两者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

的相应贡献率。

目前，关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研究的文献还较少。王海港（２００５）分别测算了中国农村 １９９５
年和城市 １９８８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它们分别是 ０．４２４和 ０．３８４，据此，他认为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上
世纪末就开始下降了。姚先国（２００６）比较了不同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认为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
低于城市，中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低于东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低于高收入群体。韩军

辉（２０１０）采用 ＣＨＮＳ数据估算的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是 ０．４４８。王美今和李仲达（２０１２）测算
的我国代际收入弹性最高，大约是 ０．８３０，表明我国的“二代”现象十分显著。

上述关于我国经济社会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成果，没有讨论中国数据的样本特点，也没有

讨论对子代和父代不同样本的选择给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有的文献是

城市，有些则是农村，而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的研究还很少见。另外，由于中国有关收入方面的数

据比较复杂，使得不同的研究对收入的定义和口径不一致；由于对样本筛选的不细致，使得有的研究

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偏误。比如，王海港（２００５）所选取的样本中包括非劳动年龄人口；魏颖（２００９）把
与个人收入高度相关的人均家庭农业收入直接纳入到农村个人收入。上述问题的存在降低了既有

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稳定性。而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传递机制的研究则更为少见，陈琳

（２０１２）分别以财富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个主要因素来解析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
制，但所使用的年份数据偏少，并且在收入方面采用的全部是单年的数据，容易给估计结果带来较大

的偏误。

在实际估计中，由于无法度量父代和子代的一生收入，通常会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算结果存在

一定的偏误。本文则尽量降低这种偏误，在样本处理上将父代和子代的年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在估计

方法上把年龄的二次函数加入到回归方程，以尽可能降低实际收入与永久收入的偏差，并使用父代收入

的平均值来降低使用单年数据所导致的向下偏误数值；同时，进一步地借鉴中间变量法从教育、健康和

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传递机制。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简称为 ＣＨＮＳ）提供的数据库，来测算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
ＣＨＮＳ项目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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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实施的调研项目，该调研数据覆盖城市和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健康水平、医疗保

健等多方面。由于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地理、人口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性，为了使得调研样本更具

有代表性，ＣＨＮＳ选取了中国 ９ 个省份作为调研样本，它们是黑龙江、湖北、广西、山东、辽宁、河南、湖
南、贵州和江苏。

为了避免家庭劳动供给和婚姻的正向匹配等因素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只保留了男性样本，即

仅考察父亲和儿子的代际收入联系。同样地，本文为了避免一个家庭中有多个儿子所带来的估计难题，

我们只考虑家庭中父亲跟长子两者收入之间的联系。另外，还排除掉儿子或是父亲在校学习的样本。

本文使用个人的每年总收入来衡量收入水平，用 ２００９ 年对应地区的物价指数折算成实际收入，并取其
自然对数形式。

既有文献在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时，有一个困难是无法确定子代的长期收入水平。如果用子代刚成

年时的收入来替代子代的长期收入水平，则误差会加大。①所以，研究者多数采用所获取数据中儿子最

后几年的收入水平来替代长期收入水平。在 ＣＨＮＳ 的数据中，被调研的子女在第一次调查时的年纪不
大于 １８．９岁②，为了使儿子在 １９８９年的年龄不大于 １９岁，我们去掉了 １９７０年以前（不含 １９７０ 年）出生
的儿子样本。除此之外，我们筛选了样本，使儿子在 ２００４ 年的年纪不小于 １８ 岁，并将儿子的出生日期
设置在 １９８７ 年以前（１９８７ 年不包含在内）。这样选择控制样本，有效降低了因使用儿子早年收入而造
成的估算偏误。

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收入存在差异，本文把调研样本的年龄标准差控制在较小的区间，以缩小

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使用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０ 年共五年的数据来度
量父亲的收入水平，用 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来度量儿子的收入水平。这样做能够有效降低因年龄差距过大导
致收入波动过大而引发的估计偏误。

表 １是父亲（１９９１年）和儿子（２００９年）的年收入、年龄、职业、健康等变量的特征。全体样本中，儿
子 ２００９年的平均年收入为 ２６ ８８０．９７元，父亲 １９９１年的平均年收入为 １ ７２４．３６ 元；儿子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
年龄为 ３０．９６岁，父亲 １９９１年的平均年龄为 ５１．０５岁；儿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９１ 年，父亲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５．７６年。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论父代还是子代都显著地高于农村地区。对于健康状
况，儿子的平均 ＢＭＩ指数高于父亲，并且城市显著高于农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儿　 　 　 　 子（２００９年） 父　 　 　 　 亲（１９９１年）

年收入 年龄 受教育年限 职业 健康（ＢＭＩ） 年收入 年龄 受教育年限 职业 健康（ＢＭＩ）

全部样本 ２６ ８８０．９７ ３０．９６ ９．９１ ６．１５ ２２．３３ １ ７２４．３６ ５１．０５ ５．７６ ５．８６ ２１．８４

城　 　 市 ３０ ０８３．０７ ３０．４５ １０．７６ ６．４５ ２２．８７ １ ７５９．１４ ５１．７８ ６．１７ ５．９４ ２２．５４

农　 　 村 ２３ ３１５．５１ ３１．２１ ９．３１ ６．０４ ２２．０８ １ ６７３．３５ ５０．７４ ７．４３ ５．８２ ２１．５１

　 　 注：表中 ＢＭＩ是指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计算方法为体重（ｋｇ）除以身高（ｍ）的平方。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父亲收入和儿子收入的散点图以对代际收入弹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图 １中，横坐标是父亲 １９９１ 年的收入，纵坐标是儿子 ２００９ 年的收入。从两个的图形的对比可以看出，
城市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高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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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ｏｌ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认为，在研究中用个人 ４０岁左右的收入水平作为长期收入水平的度量，误差通常比较小，因为在 ４０ 岁的年龄
阶段，一个人位于其事业中期，该时候的收入水平最能够代表个人的长期收入水平。

ＣＨＮＳ的年龄计算使用天数为基本单位，具体公式为：年龄＝（调查日期－公历计算的出生日期）／ ３６５．２５。



图 １　 城市代际收入弹性散点图
　 　 　

图 ２　 农村代际收入弹性散点图

四　 计量框架

与代内收入差距研究相比，代际收入流动的实证研究对收入测量和数据收集的要求要高得多，其难

处在于持久收入无法观测。考虑到一些临时波动因素的影响，持久收入的方差一定会小于临时收入的

方差，所以估计出来的代际收入弹性比实际的数值要低，即是下偏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临时收入会

随着工龄的变动而呈现出倒“Ｕ”形状。要获得个体的持久收入，理应获得个体在整个职业生涯的全部
收入，在实际经验研究中研究者仅能得到个体若干年的部分收入，因此次优选择是选择典型收入，也就

是尽量接近持久收入的临时收入。

在代际收入流动的实证分析中，研究者们主要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来估计

代际收入流动性。在这里，我们主要运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以 ｙ１ｉ代表儿子 ｉ持久性收入的对数，ｙ０ｉ代表父亲持久性收入的对数。遵循代际流动性的多数
实证研究文献，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有如下形式：

ｙ１ｉ ＝ α ＋ ρｙ０ｉ ＋ εｉ （１）

（１）式中，误差项 εｉ 反映的是父亲收入对儿子收入的综合影响因素，斜率 ρ 是长期代际收入弹性。
我们把儿子在 ｔ年的收入对数表示为：

ｙ１ｉｔ ＝ ｙ１ｉ ＋ δ１ ＋ γ１Ａ１ｉｔ ＋ λ１Ａ
２
１ｉｔ
＋ ｖ１ｉｔ （２）

（２）式中，Ａ１ｉｔ是儿子在 ｔ年的年龄，Ｖ１ｉｔ是指他由于实际的短暂变动和随机测量误差导致的围绕长期
收入变动的短期波动。同样地，我们把父亲在 ｓ年的收入对数用模型表示为：

ｙ０ｉｓ ＝ ｙ０ｉ ＋ δ０ ＋ γ０Ａ０ｉｓ ＋ λ０Ａ
２
０ｉｓ
＋ ｖ０ｉｓ （３）

（３）式中，Ａ０ｉｔ是父亲在 ｓ 年的年龄。在 ｔ 年儿子的对数收入和在 ｓ 年父亲的对数收入之间存在关
系是：

ｙ１ｉｔ ＝（α ＋ δ１ － ρδ０）＋ ρｙ０ｉｓ ＋ γ１Ａ１ｉｔ ＋ λ１Ａ
２
１ｉｔ
－ ργ０Ａ０ｉｓ － ρ０λ０Ａ

２
０ｉｓ
＋ εｉ ＋ ｖ１ｉｔ － ρｖ０ｉｓ （４）

（４）式中，如果用父亲某一年的收入替代父亲的持久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来估计代际收入弹性，那么
方程（４）估计出来的 ρ值是下偏的。使得 ρ向下偏误的程度有所下降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使用父亲对数
收入的多年平均值替代父亲的持久收入。

具体地说，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如下方程的系数：

ｙ１ｉｔ ＝（α ＋ δ１ － ρδ０）＋ ρ ｙｏｉ ＋ γ１Ａ１ｉｔ ＋ λ１Ａ
２
１ｉｔ
－ ργ０ Ａ ０ｉ － ρλ０ Ａ

２
０ｉ
＋ εｉ ＋ ｖ１ｉｔ － ρ ｖ ０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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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ｙｏｉ是父亲在 ｎ年里收入对数的平均值。Ａ ０ｉ是他在这些年里的平均年龄，Ａ
２
０ｉ指的是这些年他

的年龄平方的平均值。ｖ ０ｉ是 ｎ年里测量误差项的平均值。用（５）式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时，虽然没有消
除变量误差，但偏差会减少。

根据（５）式，我们得到以 ２００９年子代样本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的 ＯＬＳ估计值。①表 ２ 中
各样本的第一列为利用父亲单年收入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第二列为利用父亲四年平均收入得

到的估计值，第三列为利用父亲五年平均收入得到的估计值。对于全体样本，利用父亲单年收入估计得

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的最小值为 ０．１９１，最大值是 ０．３２６，其中城市地区代际收入弹性的最小值是 ０．３２３，最
大值为 ０．６７８，农村地区代际收入弹性的最小值为 ０．１９３，最大值为 ０．４９７；利用父亲四年平均收入估计全
体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 ０．６，其中城市地区的两个估计值分别 ０．６６３ 和 ０．７２１，农村地区的两个估计
值分别为 ０．３９６和 ０．５４４；利用父亲五年平均收入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为 ０．６７４，其中城市地区为 ０．８８１，
农村地区为 ０．５７６。可见，城市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城市中下一代的收入更大程度
上受到父母这一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在城市地区父母的人际关系能给下一代带来更多的收益，而

“关系”的回报率在农村地区相对较低，所以，就“关系”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而言，城市地区父亲对

儿子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父母收入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年限来影响子女的收入，城市地区教育的回报

率比农村高，这也使得父母通过教育传递所带来的收益在城市地区较高。

表 ２　 代际收入弹性的 ＯＬＳ估计值

年份
全体样本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０．２１１ ０．３２３ ０．１９３

１９８９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２）
［２３０］ ［４５］ ［１８５］
０．１９１ ０．４０５ ０．２４７

１９９１ （０．０７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３）
［２２６］ ［４２］ ［１８４］
０．２７３ ０．４２４ ０．３１７

１９９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６３） （０．１１２）
［２２３］ ［３８］ ［１８５］
０．３０８ ０．５７４ ０．５５６ ０．６６３ ０．４４８ ０．３９６

１９９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７５）
［２１１］ ［１６６］ ［３６］ ［３８］ ［１７５］ ［１２８］
０．３２６ ０．６２２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８ ０．７２１ ０．８８１ ０．４９７ ０．５４４ ０．５７６

２００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４）
［２１１］ ［１４８］ ［１４１］ ［３６］ ［３６］ ［２２］ ［１７５］ ［１１２］ ［１１９］

　 　 注：表中（１）列为利用父亲各对应单个年份收入得到的条件代际收入弹性，（２）列为利用父亲当年和前三个年份即
共四个年份平均收入得到的估计值，（３）列为利用父亲当年和前四个年份即共五个年份平均收入得到的估计值。（）内
值为标准误差值，［］内值为样本数量；、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 ４相同。

此外，由表 ２可见，当收入水平平均年份持续增加时，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远远
高于采用单年收入水平进行估计的结果，表 ２中利用父亲五年平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估计出来的代际
收入弹性为 ０．６７４。然而即便是这么高的数值，这样的估算结果依然是下偏的（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但偏差比
使用单年的或者少于五年平均收入的估计值要小。依据上述估计结果，我们能够断定，我国居民的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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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简化起见，本文没有报告年龄等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收入弹性至少在 ０．６的水平。

五　 传递路径

代际收入的传递路径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等。下面，我们主要研究前两种传递

路径对中国的代际收入的传承能否起到作用，各自的影响程度是多少？在上述方程（５）的基础上，分别
增加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等控制变量，求解“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我们设定方程（６）：

ｙ１ｉｔ ＝（α ＋ δ１ － ρδ０）＋ ρ ｙｏｉ ＋ γ１Ａ１ｉｔ ＋ λ１Ａ
２
１ｉｔ
－ ργ０ Ａ ０ｉ － ρλ０ Ａ

２
０ｉ
＋ ｒｊｔＣｊｔ ＋ εｉ ＋ ｖ１ｉｔ － ρ ｖ ０ｉ （６）

（６）式中，ｔ ＝ ２００９；Ｃ代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ｊ ＝ １，２，３，分别为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ｒｊｔ为各项资
本对子代收入而言的回报率。

人力资本指的是一切能够影响到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报酬的能力，包括受教育年限、健康水

平、在职培训、迁移等。个体的人力资本难以完全估算出来，在经验研究中一般使用教育和健康水平来

衡量人力资本，相对而言这两者容易测算到，与公共政策联系最为紧密，所以本文使用这两者代表人力

资本。我们使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利用营养状况（ＢＭＩ指数）来衡量健康水平。
社会资本的衡量较为复杂。一般使用政治身份、单位性质、职业和行业等来衡量，由于受 ＣＨＮＳ 数

据库调查问卷本身的限制，我们使用职业类型来代理社会资本这一变量。对于职业类型，我们列出了与

职业类型相对应的分值，具体见表 ３。①

表 ３　 职业类型所赋予的分值

职　 　 　 　 业 分值

管理者 ／行政官员 ／经理（厂长、政府官员、处长、局司长、行政干部及村干部等） １２
军官与警官 １１
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医生、教授、律师、建筑师、工程师等） １０
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助产士、护士、教师、编辑、摄影师等） ９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 ８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工段长、班组长、工艺工人等） ７
士兵与警察 ６
服务行业人员（管家、厨师、服务员、看门人、理发员、售货员、洗衣工、保育员等） ５
司机 ４
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普通工人、伐木工等） ３
农民、渔民、猎人 ２
其他 １

　 　 教育是导致代际收入相关的重要因素吗？表 ４ 的结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加入了子代的受教育
年限之后，代际收入弹性在一年单期、四年平均与五年平均等情形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于五年平

均收入值更能贴近父辈的持久收入，我们将使用父辈五年平均收入值作为解释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来

与表 ２中的估计系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与没有控制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相比，现在的代际收入弹性下
降了 ９．２％（０．６１２－０．６７４ ／ ０．６７４），说明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较大的影响。

同样，加入健康因素后，现在的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 ６．０８％（０．６３３－０．６７４ ／ ０．６７４）。健康因素对代际
收入弹性的影响没有受教育年限因素的大，但是仍然有显著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受教育年

限对城乡居民收入均有重要的影响；但对于健康因素而言，其更多影响的是农业生产率，进而影响农民

收入，而在城市这种影响则大为降低。因此，总体上看来，健康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没有教育这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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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要。

加入社会资本因素后，现在的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 ３．４１％（０．６５１－０．６７４ ／ ０．６７４），从计量估计结果来
看，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程度不是很大，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小于教育和健康等因

素。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在农村，“关系”等社会资本带来的回报率比较低，尽管城市地区父母的人际关

系能给下一代带来更多的货币收入，但由于 ＣＨＮＳ数据中多数是农村样本，因此，总体上看来，社会资本
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不大。

表 ４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

年份
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健康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９８９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４２）

１９９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７）

１９９３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２）

１９９７
０．２８０ ０．５５３ ０．２７４ ０．５６２ ０．２９３ ０．５６５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３）

２０００
０．３１１ ０．５９７ ０．６１２ ０．３１７ ０．６０１ ０．６３３ ０．３１１ ０．６１４ ０．６５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３）

六　 结　 　 论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经济社会中机会均等的状况，因

此，关注和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年的 ＣＨＮＳ 家庭跟踪
调查数据，通过细致筛选样本数据，控制父代与子代的年龄，在回归方程中引入父辈多年收入的平均值

和年龄的二次项，尽量降低导致偏误的因素，估计了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弹性，并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

本以及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中国代际收入传递性的内在机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社会的

代际收入弹性大致为 ０．６，其中城市约为 ０．８，农村为 ０．５，城市代际收入弹性明显高于农村。这表明，与
国际上尤其北欧国家相比①，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偏高，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较差，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

影响程度较高。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健康和社会资本；人力

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作用非常重要，社会资本的解释力虽然不是很高，但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也很

显著。

与王海港（２００５）对中国城市 １９８８年和中国农村 １９９５ 年的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相比（分别为
０．３８４和 ０．４２４），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国实施的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与这种现象的出现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许多被约束

的因素得以释放，社会经济充满活力，底层群体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取提升社会地位、提高经济收入的很

多机会，从而成功摆脱既有家庭背景的劣势。近些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要素市场发展不完

善，社会医疗保障等领域改革滞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降低。家庭背景对个体社会和经济地位

的影响日渐增加，低收入阶层子女获取较高收入水平的机会越来越少，子代传承父代的低收入状况在代

际间延续；而有较好家庭背景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这种趋势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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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芬兰、德国这些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分别约为 ０．２３、０．２、０．２、０．１３、０．１１。由于获得这些国家代际
收入流动系数的测度方法各不相同，因此这些数据的可比性不强。



经济激励机制的发挥，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长此下去，还会对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议：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公共支出力度，采用多种途径增加民众在享

受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等公共资源方面的公正和公平性，使得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偏远

地区获得足够的教育和公共卫生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城乡之间劳动力市

场的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以及职业隔离和行业垄断等格局。实施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社会效

率，提高动态的机会均等和收入公平，对保证社会开放、公平、健康和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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